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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种看法: 一种观点认为东干人已经是中亚的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 他们仍是中国回族在中亚

的一个分支。参见杨文炯 : 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 东干 与回族: 族源、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 ,载 西北第

二民族学院学报 , 2005年第 4期;杨文炯, 张嵘: 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 以 东干 和回族为个案 ,载 中南民

族大学学报 , 2009年第 5期。

跨境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制度创新
以东干人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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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东干文化变迁不仅是与周围民族长期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, 也是在外因作用下的文化选择与制度创

新。东干群体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, 运用原有知识与新的物质环境相结合, 通过制度创新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

会, 增强了民族实力,也重构了民族文化体系。中亚的物质、文化环境与东干人固有文化特征相结合的适应性文化

选择决定了东干文化变迁的方向,而该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则来自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制度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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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干人,作为 19世纪后期从中国陕甘内地迁到

中亚的回回人后裔,至今依然保持其民族特色,是中

亚的一个少数民族 。通过对东干个案的研究,我们

发现移民文化的变迁与其受周围民族的影响有关,也

与其在经济文化上的适应性选择和制度创新分不开。

早期东干移民,将其所载负的经济文化模式移植到新

环境中,并从生存需求出发, 在本身固有的文化和新

环境的文化两者间作出了适应性的选择。

一、回族经济文化模式的境外移植

移民所载负的文化往往是他们能否适应新环境

的关键所在。东干人之所以能在中亚立足并得到发

展,除了当地人的热情和接纳
[ 1] 26
外,更重要的原因应

该是当初这些 衣不蔽体 的群体载负并传承下来的

文化形态所提供的知识、习惯和技能。

1.迁移前回族的经济文化模式。迁徙前的陕甘

回族是典型的农民,其经济特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。

农作物主要以麦、糜、谷、高粱等粮食作物为主。除此

之外,他们还能因地制宜种植其他作物:宁夏川区和

陕南地区兼种稻、麦;陕北种植棉花、甜菜、大麻、烟草

和胡麻、油菜等油料作物;陕南回族种植瓜果和蔬菜、

栽培菌类
[ 2] 640
。

农业虽在回族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,但其经济又

不单纯依赖于此。饲养牛、羊、马、驴、骆驼 (其中以羊

最为重 ),发展畜牧业和家庭饲养业,以及与之相伴而

生的牲畜运输、屠宰、皮毛加工业等行业在陕甘回族

中也形成特色。史载:陕西回民 大半以牧羊为业 ;

大荔沙苑 羊冠全省 ; 宁夏金积堡回民 重耕

牧
[ 2] 641
。清初,西宁回族 皆拥资为商贾,以及马贩、

屠宰之类 ;西安城的回族在乾隆年间 大半耕种、畜

牧及贸易经营
[ 2] 645
。迁移前回族的这种以农业为

主、牧业为辅、兼以商贸,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并存的经

济文化模式随着移民群体被移植到中亚。

2.迁移后东干人的经济文化模式。东干人绝大

部分依然是农民。 1882 1912年, 他们开垦土地

26828俄亩 ( 1俄亩 = 1. 09公顷 )。其中普尔热瓦尔

斯克的东干人人均占有耕地超过 4俄亩,营盘人均 3

俄亩,哨葫芦人均 1. 9俄亩
[ 3]
。为了改善生存条件,

他们把祖辈们兴修水利的优良传统移植到中亚,在缺

水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乡兴修了吉尔吉斯境内第一

条人工运河 黄渠 (吉尔吉斯人称之为 东干

河 ) , 1885年,黄渠灌溉收获粮食达 65990普特 ( 1普

特 = 16. 32公斤 ),其中 2375普特为稻米
[ 3]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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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居中亚前,陕西、宁夏、新疆的部分回族就已掌

握娴熟的水稻种植技术。到中亚后,他们最早在七河

地区试种并推广, 将水稻耕种的技巧和经验带到七

河地区,是中国回回移民的最大功绩。因此,水稻在

中亚的种植是东干人的一大贡献。1890年, 楚河河

谷一带已有 50%的耕地变成了稻田。到 1908年, 七

河省有水稻田 5000俄亩,仅比什凯克县就有 3500俄

亩土地种水稻
[ 1] 72- 74

。从 1895年到 1911年的 17年

中,比什凯克东干移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 57倍之

多。因此,七河省俄军司令费利得曾如此总结东干人

在中亚的贡献: 东干移民对七河省的粮食生产显示

出很大影响。他们补充了这里的劳动力,带来了中国

传统的耕作技术,引进了不少好品种。
[ 3]

与周围牧业民族饮食习惯不同,东干人饮食中离

不开蔬菜。 中亚东干人的饮食 70% 多由蔬菜构

成。
[ 1] 141
东干人初到七河省后,便大量种植各类蔬

菜。从 1878到 1908年,有近 1 /4东干移民从事过蔬

菜的种植与贩卖行业。东干人蔬菜的大量种植 使当

地的蔬菜价格下降了 2 3倍。
[ 3]
在东干人来之前,

只有俄罗斯移民种植蔬菜,且价格昂贵。东干人来了

以后,几乎垄断了当地的蔬菜种植与贸易。B A

瓦西里耶夫说: 在田地里,块根植物、豆类植物、瓜果

植物及蔬菜植物的种植有相当大的发展,决定了东干

人饮食中,带有辛辣调味品的蔬菜占据十分显著的地

位。
[ 1] 142
应该说,他们固有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需

要发展蔬菜种植。除去满足自用外,剩余蔬菜被输送

到市场出售。一些蔬菜种类是在东干人来中亚后才

种植的,至今, 中亚人仍按东干方言叫 韭菜 、辣子

菜 等蔬菜。东干人蔬菜的种植有益地影响了当地以

畜牧为主的吉尔吉斯、塔兰奇人,甚至俄罗斯人的生

活。由此可以说,民族接触过程中的文化涵化是相互

的, 并不因移民人数上的劣势或外来的身份而被摒

弃,而是取决于其文化对当地人生活的价值和需求。

虽然与周围的吉尔吉斯、维吾尔等从事畜牧业的

民族相较,东干的畜牧业不占主要地位,但是东干乡

村每百居民的牲畜占有量为马 17- 20匹, 绵羊和山

羊 32- 162只
[ 1] 78
,说明畜牧业仍是东干经济中的重

要补充。

东干人的商业经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到

1913年,在比什凯克,东干人拥有 50多个商店、上百

个榨油坊和碾米坊;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村的 494户

中有 69家交易额在 3万卢布以上的作坊。在尼古拉

也夫斯克村的 983户中有 10多家交易额在 5千卢布

以上的作坊。在马里伊恩斯克村的 519户中有 8家

作坊的交易额合计达到 1. 7万卢布
[ 1] 101- 102

。

二、东干文化的适应性选择

传统文化为移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。

同时,移民群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环境,要学会适

应包括自然环境和异域民族文化在内的新的生存

环境。

1 语言的适应与选择。距奥什 15公里的卡拉

松乡的东干人,由于人数少,又与其他东干人聚居区

相距较远,他们中的很多人与乌兹别克族通婚。学会

了当地乌兹别克人的生计方式 从事棉花种植业,

而且语言也完全采用了乌兹别克语。 由于乌兹别克

语是这一地区的强势语言,使用功能强于俄语, 因而

这里的东干族也不怎么会说俄语, 乌兹别克语已经成

了他们的母语和社会活动中使用的主要语言,纯东干

族家庭使用的也是乌兹别克语。
[ 4]
这是文化接触中

语言的适应性选择的一个典型例子。

除了卡拉松乡东干人完全丢失母语外,许多地方

的东干人除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外, 主要使用俄语或者

与自己接触密切的其他民族的语言,比如乌兹别克斯

坦塔什干市的东干人兼通乌兹别克语,哈萨克斯坦江

布尔市的东干人兼通哈萨克语、潘菲洛夫的东干人兼

通维吾尔语,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库里市尔德克乡的东

干人兼通吉尔吉斯语
[ 4]
。为了适应以俄罗斯族为主

体民族的新环境及执行苏联政府俄语语言政策,俄语

在东干人中普及率最高, 除了农村中的孩子及上了

年纪的老人外,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熟练地使用俄

语。东干语中借用俄语的词汇最多,几乎囊括了文化

的各个领域, 既包括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、学术理论、

哲学宗教,也包括科学技术、生活方式、文学艺术。
[ 5]

他们一方面学习主体民族和相邻民族的语言,一

方面又在竭力保护母语。 咋说洋话呢? 说咱个人的

话。在 1990年全苏回民大会上,一个来自乌兹别克

斯坦的代表因为不能讲东干话而当众大哭
[ 6]
,反映了

他们对丧失民族文化的痛心与无奈。东干人的文化

保护意识始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即第二代东干人

时,他们先后用阿拉伯字母、拉丁字母 ( 50年代改用

西里尔字母 )拼写东干话,创制了东干文字,用于东干

报刊和教材中。以后又在各地开设东干语学校及东

干干部培训机构,在中小学使用东干语教学, 积极维

护民族文化,保障本民族的语言不至失落。 几代东

干人出门讲俄语,进门说方言;上学说俄语,回家学方

言;出村讲俄语,进村讲方言 方言及习俗就成了

这批难民随身携带的惟一财产了。这个宝贵财产就

成了东干移民用来维系移民群体的生命之根。几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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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干人使用各种手段来保留自己的方言,为的就是不

让别的民族文化把他们 吞没 了。
[ 7]
现在哈萨克斯

坦的 陕西村 每个人都会说俄语、哈语,许多人会说

英语,已有 1000余人不会说汉语,村长胡赛担忧地

说: 如果连汉语都不会说,连我们都无法说明,自己

是华夏的子孙 。于是近年来每年都有陕西村的学生

被送到中国留学
[ 8]
。这是东干人在文化濒临丧失的

关键时期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。

2.姓氏的变化。东干人初移至中亚时有 140多

个汉姓, 由于汉语的单音节发音不符合俄语发音习

惯,而经名接近于俄语的发音习惯, 所以在 东干族:

人物与命运 中收录的东干人的 162姓氏中,以经名

为姓的就有 121个,可以看出原来的汉姓汉名的只有

41个。现今东干人的姓名基本上与俄罗斯人的形式

相同,即采用本名 +父称 +姓的模式,而且多数在父

称和姓后加辍。姓氏选择父辈的经名或缩减的经名

或小名,少数人直接用前辈的汉姓和汉名
[ 9]
。

3.住宅建筑的变化。迁徙初期,东干人的住宅几

乎完全按照原来的房屋形式建造,即立柱斗拱式结

构,由里外院、花池子和门楼建筑组成的庭院,采用砖

坯、土坯材料砌墙, 苇帘子和粘土铺屋顶。但是在新

环境中,他们从俄罗斯工匠那里学会使用新型建筑材

料:房盖铁、胶合板和玻璃等,学会了细木工、油漆工

艺, 东干移民开始渐渐改变了住宅的民族类型,并接

受了较好的当地房屋类型。在托克马克、比什凯克、

威尔内地区,东干市民建筑带芦苇、木料及铁屋顶的

俄罗斯类型的两面斜坡的房屋。
[ 1] 114, 122 - 123

住宅建筑

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集体农庄运动时期,农庄推行标准

化房屋建筑,在东干人密集的地区基本上实现了住宅

建筑的标准化。 由于缺乏合用的材料或受当地邻近

的吉尔吉斯人、哈萨克人、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的

影响而不得不逐渐摒弃
[ 10]
。20世纪 60年代在楚河

河谷、伊塞克湖凹地及塔拉斯河谷, 大多数东干人选

择带凉台、供暖的单套住房,屋顶是两边斜坡,由混凝

土板和铁皮制成。从外表上很难区分东干人和相邻

其他民族的房屋,但是住宅内部的装饰、火炕、院子的

结构和宅院旁的菜园仍然显示了东干人住宅的特征。

4.饮食、服饰方面的变化。饮食文化是东干人保

存传统文化最多的方面之一。 他们的饮食、风俗、民

间歌谣、传说等都没有什么变化,这些传统的保持,对

于东干研究来说是大有裨益的。
[ 10]
他们的饮食文化

不仅存在于家庭生活中,而且分布在大街小巷的东干

餐馆中,通过这些餐馆独具特色的东干饮食文化已被

传播到中亚各地,成为中亚的一种特色饮食。东干人

的 拉面 、面片 、馓子 等饭食进入吉尔吉斯、哈

萨克、乌兹别克等中亚民族的食谱中。同时, 东干人

也学会了哈萨克人熏肉及腌制腊肉的方法,乌兹别克

人的 抓饭 、乌克兰人的 红甜菜汤 等中亚其他民

族的饮食方法。

东干人服饰文化的变化最为明显。从中国清朝

时期迁出的东干人,在最初到中亚的几年里, 服饰还

保留着满清的样式, 男人还留着发辫,女人缠足。但

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,女人不再缠足, 男子和其他穆

斯林民族一样剃光头发,戴上了中亚各族的冬皮帽和

西式帽子。传统的满族服饰被鞑靼人的坎肩、乌兹别

克人的长衫、俄罗斯人的皮靴、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

人的皮衣所代替
[ 11]
。但是,在他们的婚嫁服饰中,仍

然可以找到传统服饰的样式。

由于与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吉尔吉斯人、哈萨克

人为邻,族际交往的心理隔阂小,文化方面的借取则

较易。东干人逐渐改穿当地民族的服饰;讲当地民族

的语言;学会当地民族的传统经济生计方式; 与当地

民族通婚,接受其生活习俗。通过长期接触, 东干人

与周围民族形成了 社会性共生 关系。在文化适应

方面,他们一方面为了自身能够适应新环境而积极采

借、吸纳当地民族的文化因子,另一方面,为了避免本

民族文化的不断失落而尽心呵护,排斥外来文化。

三、制度创新

当自然环境、人口及其构成,技术条件、知识、价

值观念等变化时,会给追求自身目标值最大化的行为

主体造成新的获利机会。为了抓住这些机会,他们会

产生变更制度的需求。这种需求或者通过自发的制

度创新行为来满足,这时便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,东干人在中亚的土地制度创新

和农业规模化及商品化就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诱致

性制度变迁的反映。

1.土地制度创新。初到七河的几千东干人构成

了自己的社会圈子。他们基本上以同一原籍聚于一

处的原则居住, 形成若干个陕西村、甘肃村。俄国政

府也是以东干人聚居乡庄为单元安置他们。政府将

土地整块地分配给各东干乡庄,即土地属于全体东干

村民所有,大家共同利用水源,集体拥有村社的草场、

林场,除了按户分配宅园外,每户还可得到一定数量

的可耕地, 即份地
[ 12] 106
。这种集体农庄拥有土地的

形式与他们在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土地分配是不同的。

后者主要是地主私人土地占有制与无地农民佃租制。

虽然土地集体拥有,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平

均分配和共同利用。再加上一些土地缺水及土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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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用
[ 12] 106、88

,东干人不得不向哥萨克人、吉尔吉斯人

和哈萨克村社租赁土地。从 1887年开始,亚历山德

罗夫斯克的东干人有近 1/3的村民从附近索库鲁克

和阿拉梅金乡吉尔吉斯村社租赁土地。普尔热瓦尔

斯克的东干人从附近吉尔吉斯村社租地 2750俄亩;

比什凯克的东干人每家租到 5. 51俄亩
[ 1] 73、80

。富有

者把从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那里租赁的数百上千俄

亩的土地,再转租给无地的东干人, 以赚取高额的地

租 (以实物为主,大约是收成的 1 /2或 3 /4,有时也用

钱代替 )。转租的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大商人和城市富

裕的小市民。例如在扎尔肯特有 8家东干大商人家

族,比什凯克县的马天友兄弟及 4户黑氏家族、小市

民 马德军、 杨乡老、 马老五等
[ 1 ] 81
加入转

租者的行列。这种转租方式在七河省的东干人中一

直存在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集体化实现

之前。

转租是东干人创造的一项新的制度安排。在俄

国劳动力稀缺的条件下,大量的土地可以被分配或被

租赁给东干人。这样,东干人就通过大规模租赁周围

民族的土地,使水稻及蔬菜等的规模种植和商品化成

为可能,进而实现了对这一领域产销的垄断化经营;

通过转租形式雇佣大量佃农,从中赚取转租利润, 成

为富人。他们所租赁的土地原本是吉尔吉斯大牧主

和哈萨克斯坦巴依的牧场, 转入东干人之手后,改为

播种农作物,从而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用途, 创造了新

的制度。制度创新一方面为一部分人赚钱致富提供

了机会,另一方面给那些贫穷无地而又有劳力的人们

提供了生存机会。

初到新国度,东干人的阶级划分和贫富分化不明

显。但是,由于农业给一部分东干人带来了巨大的利

润,再加上他们联合经营,在社会中很快形成了明显

的阶层或贫富分化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,在亚历

山德罗夫斯克乡、马里伊恩斯克乡和尼古拉耶夫斯克

乡,几乎 90%的份地都掌握在商人、富裕市民和农村

富人手中,大量失地和无地的东干人除了租种土地或

流入城市谋生外, 还有的充当雇工。在 1908 1915

年间,在比什凯克开垦一俄亩熟荒地 (带工具和耕

畜 )需付 10 14卢布,可耕地则是 8 11卢布; 收割

一俄亩庄稼付费 12 15卢布;灌溉一俄亩地工人收

到 1卢布 70戈比。雇工开垦、灌溉和收割一俄亩土

地累加所得劳动报酬 ( 30 20卢布 70戈比 ), 要比吉

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在一俄亩土地上所创造出来的

全部价值 (俄罗斯人每俄亩收入 19. 20卢布,吉尔吉

斯人为 2. 73卢布 )还要多
[ 1] 78 - 86

。

如果说,制度是指某些原则,社会公认的规范体

系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,社会结构就

是: 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

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,人的不断配置组合
[ 13 ]
,那么,

东干人从衣不蔽体的流民到村社集体拥有土地,发展

到租赁他族土地、转租土地,再到土地高中集中后失

地农民成为雇工的过程,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过程

中,人与人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结构的重构。

2.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和农产品的商品化。环

境的变化给移民们带来广阔商机。制度经济学认为,

由于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无法获得潜在的利润,就诱

使追逐利润的人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,以得到由新的

制度所创造的利润。规模经济,就属于这样一种制度

创新,即通过生产的规模效应来追求潜在的利润
[ 14]
。

农业生产规模化和农产品商品化是一种市场行

为,规模化生产本身可以降低农产品成本,为经营者

赢得更多利润。参与这种市场行为的主体和利益主

体 东干富人和商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,是农业

生产规模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的直接动力。在东干人

初居中亚时,水稻、蔬菜市场尚是一个空白,潜在的市

场和利润为一部分东干人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。从

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,东干人已经因地制宜地形成

了各自不同的经济区域特征和规模化经营。如比什

凯克的东干人主要种水稻;普尔热瓦尔斯克的东干人

种植药用罂粟、油菜、豆类等经济作物;威尔内县和威

尔内县的东干人栽培蔬菜、瓜果和园艺。与此同时,

不同品种农作物也实现了规模化和专门化经营。

1908年,比什凯克县有稻田 3500俄亩,七河省有 5000

俄亩。1901年七河省扎尔肯特县和威尔内县种植蔬

菜 526. 5俄亩。伊塞克湖县东干人 1902年种植亚麻

550俄亩,到 1912年达到 1535俄亩
[ 1] 74- 76

。

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销售。 1911年,七河省东

干人生产了 2645210普特谷类作物和 97220普特工业

用作物,人均 137. 79普特谷物和 4. 92普特工业用作

物。而东干人自己所需粮食仅是 50万普特, 其余农

产品全部在市场上出售。蔬菜的大量种植也在中亚

占有一席之地, 他们每个人都出售一定蔬菜。一部

分人只卖萝卜、芹菜、大葱,另一部分人卖各种各样品

种的豌豆和豆子,第三部分人卖醃菜 在革命前的

东干社会里,出售蔬菜被许多小商人所垄断。从事蔬

菜栽培的东干人能够获得 2 3倍的利润
[ 1] 74- 77

。 从

1886年起, 在中亚出现了一个新行业 卖菜。集

市上卖菜的多为东干人, 他们挑着菜筐沿街叫卖,把

中国传统的卖菜方式带到了中亚。
[ 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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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份地和转租地集中在商人、富裕市民和富农

手中,他们往往几家联合,以追求规模效应和垄断利

润。主要表现在水稻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、销售过

程中。许多东干商人 垄断了从普尔热瓦尔斯克往省

城、塔什干和新疆输出亚麻油、菜籽油的供给,而大发

其财。 哈桑阿洪诺夫、黑氏四家族和亚历山德

罗夫斯克村及刘乡老村 (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坎特区

红旗村 )的富人联合成为稻米及另外一些作物播种的

垄断者。
[ 1] 75、81

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是主体的市场

意识,根据市场的需要安排生产。从一开始为求温饱

而耕作,发展到规模化经营和多种农作物成为商品,

并依赖市场出售农产品,这是东干传统的小农户自给

自足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转

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引致的一种自发性制度

创新。东干人初到中亚时,那里的商品经济很不发

达,农业在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。以七河省为例, 当

时该省以畜牧业主, 有 46. 82% 的男性从事畜牧

业
[ 1] 78
。而东干人从祖辈那里传承的 重农经商 意

识,使他们担当起调整当地产业结构的重任,在东干

人到达的第二年,七河省的农产品就有了剩余。在试

种高产水稻成功后,就以水稻为核心农作物,大面积

地种植。身为移民没有足够的土地, 他们就创造条

件,从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那里租赁土地。水稻等

农产品一经大规模生产,就需要大市场来吸纳,而七

河市场容量小, 与外界经济联系又少,需要从省外寻

找市场,从 1884年开始,他们把稻米打入新疆伊宁市

场,同时蔬菜也在伊宁等城市占有一席之地。 东干

人一进入中亚就站到了商品经济的前列 使中亚

商品经济及市场货币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[ 3]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东干文化变迁可归纳为如下特点。

1.中原回族固有文化与中亚物质、文化环境相结

合的适应性文化选择决定了东干文化变迁的方向。

从流亡异国的难民到分得份地定居,从土地转租到农

业规模化、商品化, 从一致性的贫穷的移民身份到贫

富 (阶层 )分化、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形成,反映了人

们对于资源数量与人口规模平衡的一种文化选择,也

是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;从以农为

本、多种作物的种植到精耕细作和水利灌溉, 无一不

是在中原传统文化中熏陶而形成的,又被最初的移民

移植到中亚的;从建筑到饮食、服饰,从姓氏到语言的

变化,都是在原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中亚

地方特色后的文化变迁。变迁的结果一方面是适合

人们的某些需要的适应性文化选择,另一方面则避免

了另外一些结果 在文化变迁中被其他民族所同

化,而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性。

2.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源自主体能动性的发挥

及其制度创新。如果缺乏制度创新,一个社会的社会

文化秩序就会遭到破坏,文化也就难于发展
[ 15]
。因

此,可以说,制度创新促进了东干文化的发展,又与东

干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互动的作用。东干群体

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, 运用原有的中原文化知识体

系,结合新环境之文化与现实, 通过制度创新找到生

存和发展的机会,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物质文化需求,

而且发展了地方经济,增强了民族实力,也重构了民

族文化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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